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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歷史文化活動理論探究馬來西亞華文中學 

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的矛盾及其轉變 
 

陳慧蓉＊
 

 

在過去 30年，教師專業發展歷經了典範轉變，從單向接受知識技能到情

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此變化使教師專業發展日益重視情境脈絡因素的

影響。儘管近年來對個人因素及學校情境之影響持續受到重視，針對跨境教

師專業成長的研究仍相對稀少。有鑑於我國長期參與提升馬來西亞華文中學

的教師專業發展，本研究以歷史文化活動理論為視角，深入分析臺馬跨境教

師專業發展系統的矛盾與轉化，以瞭解教師專業發展的需求及背後原因。本

研究以個別晤談、焦點座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料。結果顯示，跨境教

師專業發展在推動過程中面臨多層次的矛盾，包括：第一級矛盾存在於系統

的規則和分工中，例如培訓參與的限制與責任負擔等問題；第二級矛盾體現

在系統內部的元素之間，例如分工與目標的矛盾，涉及教師與行政單位的目

標及需求缺乏一致性；第三級矛盾來自於教師在新、舊系統轉換過程中的壓

力，特別是現行考試導向與創新教學之間難以兼容；第四級矛盾發生在核心

系統與臺灣教育系統、馬來西亞獨中系統之間。儘管面對這些矛盾，部分學

校和教師仍有轉化之行動，力促專業發展實施。本研究之分析結果說明了跨

境教師專業發展的複雜性及多層次合作對問題解決的必要性，可供跨國教師

專業發展教育政策與實踐參考。 

 

關鍵詞：矛盾與轉化、情境脈絡因素、教師專業發展、跨境教師、歷

史文化活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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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Teachers in Malaysian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A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 
 

Karen Hui-Jung Chen
＊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as undergone a paradigm shift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from unidirectional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ituated learning. This 

shift has brought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ual factors o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personal factors and 

school context on teacher development; however, research on cross-border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mains relatively scarce. Given Taiwan’s long-standing 

commitment to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high schools, this study employs the cultural-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 

transnation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between Taiwan and Malaysia,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underlying causes influencing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employs individual interviews,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o collect data. Findings reveal that transnation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aces multi-level contradictions during its implementation: (1) First-level 

contradictions arise within the system’s rules and division of labor, such as constraints on 

training participation and heavy workload responsibilities; (2) Second-level contradictions 

occur among system elements, particularly between division of labor and objectives, 

reflecting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eachers’ and administrative units’ goals and needs; (3) 

Third-level contradictions stem from the transition between old and new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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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the conflict between exam-oriented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pedagogy; (4) 

Fourth-level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the cor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ystem and the 

broader educational systems of Taiwanese and Malaysian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some schools and teachers have undertaken transformative 

actions that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complexity of transnational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evel collaboration, offering insights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Keywords: contextual factors, contradi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cross-border 

teacher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y theory,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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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師專業發展在過去 30 年間歷經典範轉變，教師已從工作坊單向接受知識，轉

變為情境學習，於工作與討論中精進；此與學生學習的知識論變化類似，係從行為

主義、認知主義到社會建構（Johnson, 2006；Yan & Yang, 2019）。此典範的轉變，使

教師專業發展被概念化為教師在工作情境學習，以及與他人對話、合作的社會歷程

（Johnson, 2015）。為理解教師如何學習及產生改變，除須考慮個人認知結構之外，

尚須考量情境脈絡因素的影響（Shulman & Shulman, 2004）。Opfer 與 Pedder

（2011）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複雜系統，而非單一事件，是由個人（教師）、

集體（學校）和社會教育系統等三個層面所構成。因此，教師專業發展是一種情境

化的教育實踐，需要根據情境來建構教師專業發展（劉鎮寧，2020；Durksen et al., 

2017）。 

近年來，個人因素、學校情境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已受到重視（Pedder & 

Opfer，2010），但地區與國家因素較為少見，尤其是跨境教師教育的研究更為稀少。

然而，國際化已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趨勢（De Wit & Altbach, 2021），師資培育也不例

外。有愈來愈多學生關注於海外實習或任教，師資培育大學也為國際教師提供專業

發展服務，例如華語文教師培訓。因此，如何考慮情境因素以滿足跨境教師的需

求，值得深入研究（Karlberg & Bezzina, 2022）。由於情境脈絡對教師專業發展具有

重要性，捕捉複雜學習情境的理論受到關注，「歷史文化活動理論」（Cultural and 

History Activity Theory, CHAT）即為其中之一，可作為分析複雜現象的理論架構。

CHAT 著重於分析系統中的「矛盾」（contradictions），也就是系統中的不協調情形，

因為當系統因外部影響而改變，便有可能與原有系統產生衝突，進而引發整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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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Fredriksen & Hadjerrouit, 2020）。因此，從系統性矛盾可以探究教師專業發展

活動的轉化契機。 

另一方面，我國長期以來致力於提升海外華文教師的專業發展，尤其是馬來西

亞華文獨立中學（以下簡稱獨中）之教師專業發展。馬來西亞華人是我國高等教育

海外僑生最主要的來源之一（教育部統計處，2024），而他們的中學教育多以華文獨

中為主。然而，根據「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以下簡稱董總）統計，2023

年獨中教師具有教育專業文憑者之比例為 60.7%（董總，2024a），顯仍有改善空間。

我國在南向教育政策下，積極展開「馬來西亞華文獨中師資培育專案計畫」，臺灣多

所大學與董總合作，協助獨中教師專業發展（教育部，2016）；而董總也於 2016 年

提出「十年樹人計畫」，加強教師在職專業進修，期至 2025 年提升教師合格率到

90%（董總，2018）。但師資培育是為義務教育而設計，多以本國歷史文化來規劃教

師培訓的核心能力與課程內容（Paine & Zeichner, 2012），若要發展跨國教師專業發

展，則須關注不同文化內容與學習方式（陳慧蓉，2023；Hwang, 2014）。 

我國與馬來西亞獨中長期合作發展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是否滿足獨中教師

的專業發展需求？其面臨的挑戰與轉化又為何？因此，本研究目的乃以歷史文化活

動為視角，探討馬來西亞華文獨中臺馬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的矛盾與轉化情形，

以瞭解教師專業發展需求及其背後原因。其中，「轉化」是指系統內與系統間產生矛

盾後的轉變，本研究的分析可作為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改進的參考。研究問題有三： 

一、獨中教師的臺馬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系統所呈現的內在矛盾有哪些？ 

二、該系統與鄰近兩系統（獨中教育系統及臺灣教育系統）所產生的矛盾有哪

些？新、舊系統轉換所產生的矛盾又有哪些？ 

三、專業發展活動中出現的系統內在及系統之間的矛盾，引發跨境教師專業發

展活動轉化的情形為何？ 

 

貳、文獻回顧 

 

以下分為四部分進行文獻回顧：歷史文化活動理論之發展、系統性矛盾可促進

活動發展與改變、建構主義學生中心教學的實施困境，以及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教師

專業發展脈絡與其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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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HAT之發展 

近年來，情境學習受到關注，尤其是工作場域中的學習，例如教師專業發展，

連帶使得捕捉複雜現象的理論也被重視，CHAT 即為其中之一，認為人類活動會因環

境影響而變得複雜（Roth & Lee, 2007）。CHAT 最早由 Vygotsky（1978）提出，當時

各界關注於行為主義刺激與反應的關聯性，他卻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兩者並非直接

相關，而是透過「中介活動」而產生關聯。個人透過特定環境的工具與其他個體互

動而賦予世界意義，而個體在賦予意義時是主動的角色（Gedera, 2016）。因此，第

一代 CHAT 的焦點在個人，但這也成為該理論的主要限制。 

第二代 CHAT 以 Leont’ev（1981）為中心，從個人層面擴展到集體活動系統，

Engeström（1987）進一步闡述並建立模型來模擬人類活動系統的結構（如圖 1）。在

模型上半部，小三角形代表個人行動，鑲嵌在集體活動系統之中（整體大三角形）。

活動系統有六個要素，包括主體（subject）、工具（ tool）、目標（object）、規則

（rule）、社群（community）及分工（division of labor）。其中，「主體」是活動參與

者，透過活動得到資源並達成目標；「工具」是主體用來實現目標的社會共享認知或

資源；「規則」是主體在參與活動時所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範；「社群」是主體所

屬的群體；「分工」是社群決定活動中共同參與的任務和責任；「結果」是主體因目

標驅使而達到的結果，可能鼓勵或阻礙未來活動參與。 

圖 1 

第二代歷史活動理論 

 

資料來源： 取 自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by Y. Engeström, 1987. Orienta-Konsul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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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ström（1999）結合了活動網絡和活動理論的概念，提出第三代活動理論，

擴展為兩個（或以上）活動系統之間的互動。活動不是單一存在，而是與其他活動

有交互作用並形成網絡，會受到其他活動影響而改變（Potari, 2013）。最小分析單位

是兩個活動系統，有潛在共享目標，也會因彼此差異而產生矛盾（如圖 2），但這也

是系統轉化的來源（Engeström, 2001）。 

圖 2 

第三代歷史活動理論 

 

資料來源： 取自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Theory (p. 19), by Y. Engeström, 19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值得注意的是，活動理論所使用的術語與現代教育領域略有不同，需要加以釐

清。Gedera（2016）回顧當前教育論文術語並與 Engeström（1987）的用語做比較，

建議更動部分用語。本研究參考 Gedera 分析結果，將「客體」（object）變更為「目

標」（objective），即活動的目標，主體可透過工具而達成，比較符合現代用語。 

二、系統性矛盾可促進活動發展與改變 

發展活動系統理論的動機，是希望透過研究來確認參與者工作環境中的矛盾，

幫助他們改變活動性質，以減少矛盾帶來的張力（Engeström, 1987）。基於此觀點，

以下分為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活動系統的矛盾類型 

CHAT 的「矛盾」（contradictions）為重要原則，被定義為系統中不協調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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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存在於單一元素之中、兩個（或多個）元素之間或跨越不同系統，是系統發展

與變革的來源（Fredriksen & Hadjerrouit, 2020）。同時，矛盾也是活動系統內部與系

統之間的結構性張力。當活動採用來自外部新元素時，可能與舊元素產生衝突，導

致次級矛盾。而隨著活動系統運作一段時間後會造成矛盾累積，部分參與者可能偏

離既定規範，進而引發系統的集體變革（Engeström, 1987）。因此，檢視系統矛盾可

作為系統改進的依據。 

Engeström（2001）將活動系統的矛盾分為四個層次：第一級矛盾（primary 

contradiction）是活動系統內單一元素的內部張力（張芷瑄、陳斐卿，2020；Yan & 

Yang, 2019），指活動主體在某個要素上，因為多個體系的價值衝突而引起矛盾。以

Anthony 與 Clark（2011）的研究為例，當數學教師嘗試將科技融入教學，「耗時較多

的科技整合規則」與「在學校進度內完成課程的規則」產生矛盾，也就是在「規

則」元素內引起矛盾（如圖 3 之矛盾 A）。第二級矛盾（secondary contradiction）是

活動系統中兩個元素之間的矛盾。在前例中，如果數學教師無法將軟體使用與數學

學習做結合，則教師使用軟體作為「教學工具」與軟體融入數學課程的「目標」之

間便會產生矛盾（Anthony & Clark, 2011；Caspari-Gnann & Sevian, 2022）（如圖 3之

矛盾 B）。 

第三級矛盾（tertiary contradiction）為現有系統與新設計活動系統之間的矛盾，

也就是活動參與者因為採取實現目標的先進方法，而與目前環境產生矛盾。以

Yamagata-Lynch 與 Haudenschild（2009）的研究為例，美國學區教育主管機關分析轄

區內學生標準考試成績，發現有數學學習的問題，決定採用新數學課本及新數學學

習計畫，並且要求教師參與培訓。由於新數學計畫強制規定數學教學時間每天至少

達 60分鐘，因而排擠其他學科時間，造成新、舊系統的矛盾（如圖 3之矛盾 C）。 

第四級矛盾（quaternary contradiction）是兩個鄰近活動系統之間的張力。在前例

中，教師發現很難調整其他學科時間以達成每天 60 分鐘的數學課程，尤其有些教師

習慣實施跨科課程（數學與科學整合），這對他們來說更為困難，所以，在新數學課

程規定下，教師只好放棄跨科課程，配合調整為新的科學教學方法。此為第四級矛

盾，即學區教育主管機關與教師價值系統之間產生矛盾（Yamagata-Lynch & 

Haudenschild, 2009）（圖 3之矛盾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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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應用活動理論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 

 

註：（A）表第一級矛盾；（B）表第二級矛盾；（C）表第三級矛盾；（D）表第四

級矛盾。 

資料來源：參考“Using Activity Systems Analysis to Identify inner Contradictions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L. C. Yamagata-Lynch and M. T. 

Haudenschild, 2009,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5(3), p. 507. 

 

（二）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的矛盾分析 

CHAT 關注個人活動在社會環境下，如何與其他個體互動而產生影響。在此社會

建構觀點下，個人活動與四個層次的矛盾已被應用於教師專業發展領域。雖然系統

中的矛盾會產生衝突，但具有積極意義，不僅不是阻礙，反而是改變的來源，是教

師專業發展變革的催化劑（簡菲莉、陳佩英，2018；陳斐卿等人，2013；Ad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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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d, 2024；Stouraitis et al., 2017）。Stillman（2011）分析教師在教學上面臨「公平

受教」與「績效責任」矛盾的反應，結果顯示，超過半數（67%）的教師認為兩者矛

盾的確是教學改變的來源。一位主張「公平受教」的教師提到，「矛盾」對系統改變

有正向影響，她提高自己的教學標準，不但為一般生準備考試，也為學習不佳的學

生設想，協助他們適當地準備全國性測驗。 

教師活動系統的矛盾概念可應用於不同領域，在教師教學創新上，矛盾被視為

教學實踐的積極正向因素。例如，當教師將科技融入課堂教學，會經歷矛盾與變

化，據以提出更具體的專業成長模式（Marwan & Sweeney, 2019）。而欲實施不同典

範的教學方法也可以透過矛盾分析來找到解決方法。Caspari-Gnann 與 Sevian

（2022）研究美國高需求小學的數學教師，一開始採用建構主義教學法，但由於學

生習慣傳統教學，新教學法受到抵制，教師乃將矛盾視為改變契機，在新學年先從

傳統教學法開始，讓學生應用公式解題，再逐漸轉變為探索課程，讓學生發現並證

明自己的想法，結果新方法逐漸被接受。 

此外，透過分析大學—地區—學校合作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其教學實踐的矛

盾，可釐清問題的複雜性。Yan 與 Yang（2019）探討大學—地區—學校合作建立的

外語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結果發現四個層次的矛盾，包括大學研究者與

學校教師間的首要矛盾、理論傳授與教師學習間的次要矛盾、現有實踐與新設計間

的第三級矛盾、實踐參與及學術研究間的第四級矛盾。在此社群中，學習是一種循

環（不斷解決矛盾、開發共享活動目標，以及創建新中介），且為共同努力的方向。

Yamagata-Lynch 與 Haudenschild（2009）分析美國郊區的學區組織與大學合作教

師專業發展，結果發現存在系統性矛盾，因為教師參與活動的目的是修訂教學方法

以滿足學生需求，但學區組織安排的抽象理論並無法直接應用於課堂，再加上教師

目標也與大學促進專業發展的目標不同。由於三方（教師、學區和大學）價值觀不

同，展開了拉鋸戰。為減少矛盾，需要三方討論，重新訂定專業發展的目標與內

容。 

綜合上述，CHAT 歷經理論內容的轉變，從單一系統活動（從個體本身的活動與

目標達成，到個體與社群互動），擴展到多個不同價值觀系統的相互影響，提供跨文

化活動研究的分析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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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主義學生中心教學的實施困境 

本研究聚焦於馬來西亞教師的跨國專業發展，尤其是學生中心的教學與評量培

訓。以下回顧建構主義教學困境之相關文獻。 

隨著教育改革推動，建構主義的學生中心教學方法（以下稱為建構教學）受到

重視，逐漸取代傳統教師中心的講授式教學。儘管建構教學能夠促進問題解決與批

判性思考，提升學生學習成就與興趣（Sasson et al., 2018），但是，推廣建構教學需

要面臨許多挑戰，主要原因是實施建構教學過程中，教師信念並未同時改變。若要

成功實施，應先理解教師原有信念及促進信念改變的因素，才能成功促使教師教學

行為的改變（Wallace & Kang, 2004；Wallace & Louden, 1998）。 

建構教學在推廣時發現，教師雖然理解教學策略，但卻不瞭解策略背後的意

涵。因為過去建構主義大多應用學習理論來解釋學生的認知行為，但是，建構教學

需要瞭解「不同環境」的學生表現，再進一步設計學習環境來引導探究學習（Sasson 

et al., 2018；Tippins et al., 1993）。因此，教師施行建構教學前，需先理解建構主義與

實證主義知識論的差別，才能區分建構教學與傳統教學。如果教師抱持著實證主義

知識論，將會滿足於傳統教學，亦即教師仍認為知識是客觀存在的，不須讓學生自

行探究（Feldman, 2000）。反觀建構教學，則須將知識重新組合，與學生經驗連結，

促進學生理解與應用（顏弘志、段曉林，2006；Pedersen & Liu, 2003）。因此，教師

信念是建構教學的先備概念，應考慮教師信念的轉變歷程（Gibbons et al., 2018）。

Feldman（2000）指出，教師信念改變有四個階段，包括不滿意、能理解、認為有

用，以及具啟發性。因此，要引發教師信念改變，須先製造教育環境的認知衝突，

讓教師不滿意現狀而引發信念改變的契機。 

Windschitl（2002）進一步指出，建構教學實踐比起理論瞭解更加困難，因為教

師不再只單純地傳遞知識，而須引導學生建構知識；此種建構教學的轉變需要教

師、學生、學校行政、家長及社區等多方合作，伴隨著不確定性與矛盾，顯現出建

構教學的複雜性（Caspari-Gnann & Sevian, 2022）。建構教學實施的困境可分為四個

向度，包含概念困境、教學困境、文化困境，以及政治困境（Windschitl, 2002）。此

四向度已被用來描述教師在不同環境所面臨的挑戰，例如體育教師在實施學生中心

教學的多重挑戰（Harvey et al., 2020）。 

首先，「概念困境」是教師理解建構主義理論和認識論所面臨的挑戰，教師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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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主義的理解程度將影響教學實踐成效（Windschitl, 2002）。如果教師將知識視為絕

對、固定不變的，將難以促進學生知識建構（Braaten & Sheth, 2017）。Windschitl

（2002）強調，教師必須學會如何將建構理論轉化為實際教學策略，才能促進學生

理解。然而，這種轉化不僅要改變教學方法，還涉及教師認識論轉化，才能支持學

生建構知識的過程。 

其次，「教學困境」是教師實施建構教學的挑戰（Suurtamm & Koch, 2014），主

要在於教師如何分辨學生思維方式，據以設計適當教學活動（Furtak et al., 2016）。

此方法使教學過程變得複雜，因為教師不僅要掌握學科內容，還須適時調整教學策

略，促進學生深度學習（Bocala, 2015）。同時，評量策略轉變也是一項挑戰，建構

教學中，教師必須根據學生不同發展軌跡進行引導。為瞭解學生在學習歷程的理解

情形，須採用多元的評量方式，例如觀察、同儕評量、研究報告等（Darling-

Hammond et al., 2020）。 

第三是「文化困境」，實施建構教學時，教師和學生從傳統教學轉變角色時會發

生文化困境，此與教師、學生的文化背景和社會期望有關（Windschitl, 2002）。當教

師試圖實施建構教學，發現自己在挑戰既有教學文化（Braaten & Sheth, 2017），例如

學生對於教師不再提供明確答案感到困惑，導致課堂關係變得緊張或降低學習動機

（Dole et al., 2016）。另一方面，教師可能面臨自身文化適應問題，如果學校主流文

化的課堂是安靜、有秩序的，教師雖然採用建構教學，但仍主張維持紀律並讓所有

學生以相同方式學習課本內容，將無法有效實施建構教學（Oakes et al., 2000）。 

第四是「政治困境」，教師實施建構教學時，會面臨政策、社區及學校等外部壓

力，包括標準化測驗的要求、教育政策的約束、家長與社會的教育期望（Talbert & 

McLaughlin, 1993）。例如，標準化測驗常被視為衡量學生學業成就的主要工具，但

它所衡量的能力與建構主義的批判性思維不同，因此，教師不得不選擇傳統教學方

法來回應考試要求（Braaten & Sheth, 2017）。此外，家長和社會對學校教育的期望也

對教師產生壓力。許多家長期望學生以高分通過考試，對於建構教學的探索學習感

到擔心。這種期望落差會加劇教師建構教學的困難，只好與外部因素妥協（Caspari-

Gnann & Sevian, 2022）。 

上述四個困境具有不同層次，從教師個人的建構知識論信念（概念困境），到教

師的教學實踐（教學困境），擴大到教師與學生的課室環境與文化背景（文化困

境），更擴展到學校、社區與政策（政治困境），對教師實施建構教學提供了不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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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的分析架構，對於跨文化教師專業成長，更是重要的分析基礎。 

此外，建構教學四個困境（概念、教學、文化與政治困境）可與活動理論四個

層級的矛盾相呼應並產生連結。首先，教師建構教學的困境可能來自教師個人概念

或信念產生矛盾，相當於活動理論中「工具」元素的內部矛盾，此為第一級矛盾。

其次，教師建構教學的困境可能來自教師對學生學習方式或迷思概念不熟悉，無法

給予適當的鷹架，相當於活動理論中「工具—社群」兩元素之間，教師對於教學

（工具）與學生（社群主要關係人之一）之間產生矛盾。第三，為教師在新、舊系

統調整中的第三級矛盾，主要來自教師建構教學與原有的課室文化產生衝突，相當

於文化困境。第四，教師建構教學時，會面臨學校、社區或教育主管機關等外部環

境的影響，可對應到活動理論的第四級矛盾，也就是兩個鄰近活動系統之間產生張

力。 

四、馬來西亞華文獨中教師專業發展脈絡與其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現況 

獨中由於教育的特殊性，缺乏獨中師資培育系統，其教師專業發展係與臺灣師

資培育大學長期合作以彌補不足。追溯此跨境教師專業發展模式，自 1984 年迄今已

達 41年。以下從獨中教師專業發展脈絡與其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現況進行分析。 

（一）獨中教師專業發展脈絡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檢視獨中教師專業發展脈絡，發現有三個特色： 

1. 民辦教育體系、缺少相應的師培系統，不具教育專業教師比例高：獨中由馬

來西亞當地華人募款創立，屬於私立中學，不受馬來西亞政府資助（黃禎玉，

2013）。該系統與一般馬來西亞中學不同，並非由馬來西亞教育部擬定課綱，而是由

董總和「華校教師會總會」（教總，與前者合稱「董教總」）共同規劃全國獨中的統

一課綱與考試體制，各校設有董事會，依照需求設立教育目標，且獨立進行校務運

作（黃德祥、魏麗敏，2018）。截至 2023 年，馬來西亞共有 63 所華文獨中，學生總

數為 78,504人，教師人數為 4,815人（董總，2024b）。 

獨中主要以「華文」進行教學，與一般馬來西亞中學使用「英文」不同。由於

是民辦系統，具有華文教學的特殊性，長期以來缺乏職前教師的師資培育大學，因

此，不具備教師專業資歷的教師比例相當高（沈心慈，2024）。在此情況下，各獨中

以學科專業作為教師聘任的考量，因此，師資來源多元，學歷背景各異，大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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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教師專業文憑（黃禎玉，2013）。 

2. 董總推動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培訓方案：面對前述挑戰，董總於 1980 年代成

立「師資教育局」（目前更名為「教師教育局」），負責獨中教師業務，找尋解決方

案。由於早期馬來西亞境內的華文師資培育資源稀少，主要是透過臺灣進行跨境合

作，給予支持。首先，獨中職前教師培育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學士後教育學

分班（1984 年）：董總與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臺師大）合作，讓獨中畢業生在臺

灣完成學士學位之後（應屆畢業生），以半年時間進行教師專業培訓後再回獨中任教

（沈心慈，2024）。第二階段為保送階段（1987～2004 年）：董總與臺灣僑務委員會

合作，每年提供 20 個名額，讓獨中畢業生到臺灣三所師範大學就讀後再回獨中任

教。但因回去任教的人數不如預期，後來停辦（董總，2025a）。第三階段為獎學金

及貸學金階段（2015 年～）：此階段增加了選擇性，接受獎學金或貸學金的職前教師

可回獨中任教或選擇離開。2015 年起由臺灣三所國立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興大

學與雲林科技大學）提供四年獎學金，獨中畢業生於就學期間修習教育學程後再回

獨中任教；另外，獨中畢業生可接受董總的貸學金，選擇不同地點（臺灣、中國或

馬來西亞）升學，若回獨中任教則免還貸款。2022 年，馬來西亞當地的南方大學學

院與拉曼大學也加入合作，提供獎學金培育獨中職前師資（董總，2025a）。 

其次，在職教師培訓方面，董總與我國合作的跨境在職教師培訓陸續展開，分

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啟動階段（1994 年）：董總推動在職教師培訓，有 37 人參與

並獲得教師專業文憑課程。第二階段透過「新紀元學院」與臺灣合作，辦理教師專

業文憑課程（1997～2016 年）：「新紀元學院」由當地華人募款成立，該學院於 2010

年與臺師大合作，又於 2014 年增加與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彰師大）合作，由臺

灣調派專業師資支援獨中教師在職進修課程，進而獲得教育專業文憑（王淑慧，

2015）。但後來因「新紀元學院」升格為「新紀元大學學院」而停辦。第三階段為教

育專業文憑專班階段（2017~）：董總直接與高雄師範大學（以下簡稱高師大）、彰師

大合作，擴大為「教育專業文憑專班」，以臺、馬兩地上課的方式，讓更多教師參與

（董總，2025b）。 

3. 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近年來，部分獨中以學校本位的方式進行在

職教師專業發展，主要由教務處推動校內教師研習活動、教師讀書會、共同備課及

觀課活動，讓大多數教師都能參與（沈心慈，2024）。其中，具有歷史且位於都會區

的中、大型獨中，例如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相當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設立「教師



陳慧蓉 

以歷史文化活動理論探究馬來西亞華文中學跨境教師 

專業發展的矛盾及其轉變 

 

 

- 63 - 

進修部」以推廣校本教師專業發展；也有些獨中，例如吉隆坡循人中學，著重新進

教師與班級導師的校本進修活動，透過資深教師與新進教師的互動和討論，協助掌

握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方法（李玲惠，2019；黃禎玉，2013）。 

（二）獨中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現況 

從前述瞭解獨中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現況有三項特色：首先，董總與臺灣的跨境

獨中教師培訓，從早期單一管道（在臺師大培訓），到目前多重管道（多所學校的跨

境教師教育文憑專班），逐步推動在職獨中教師培訓。董總自 2017 年起，與彰師大

及高師大共同開辦教師專業文憑專班，截至 2023 年 11 月，高師大已開設 13 班次，

共約 430 位教師畢業（范家豪，2023）；而彰師大設立了馬來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

班，以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統計資料為例，數理創意教學境外碩士在職專班、教

育學暨學校行政境外碩士在職專班各有 18 位及 21 位馬來西亞學生（彰化師範大學

進修學院，2024）。根據董總統計，2017 至 2020 年，有 178 人畢業，占教師總數

2.9%（董總，2025b）。 

其次，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培訓雙管齊下，擁有教師專業文憑人數持續上升。

根據統計，2010 年全國獨中教師具有教育專業資歷者僅有 1,181 人（32.4%）（董

總，2014），2013年為 39.5%，但 2023年上升至 60.7%（董總，2024a），然此亦顯示

尚有四成教師需要增能，以獲取教育專業文憑。 

第三，獨中教育脈絡的特殊性影響教師專業發展方向及參與情形。雖然擁有教

師專業文憑的人數增加，但是，教師所處的情境脈絡因素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有重要

影響，此須列入考量。獨中是完全中學（包括初中及高中各三年），學生高中畢業後

可選擇參加「統一考試」，以此成績作為申請大學的依據，進入馬來西亞私立大學或

國外大學（如臺灣、新加坡等）繼續深造（董總，2017）。由於獨中課程與教學的雙

軌制，不僅教授華文課程，還須傳授馬來西亞教育部規定的中學課程。在兩套課程

的壓力下，不僅增加教學內容與時間，也加重了教學負擔（陳妍錚，2022）。其次是

對考試成績的高度重視，董總每年舉辦一次「統一考試」，這不僅是申請大學的重要

依據，也是各校辦學成效的關鍵指標。為了爭取佳績，師生都面臨相當大的壓力

（黃瑞泰，2018），成績導向的氛圍也影響了獨中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 

第四，獨中教師專業培訓與回應之相關研究。獨中教師反應，教師培訓多以理

論為主而缺乏實務操作。此外，獨中教師大部分具有學科背景，但不具教師專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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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因此，希望能夠增加教學專業知能（包括教學策略、課程設計等）（沈心慈，

2024；陳慧蓉、李玲惠，2021）。另一方面，獨中教師專業發展需求會受到學校情境

影響而有所差異，例如注重校本培訓的學校，由於常有教學經驗分享，教師對於跨

境教學策略的培訓需求較低。研究發現，東馬獨中的歷史文化及生活脈絡會影響教

師專業發展需求，東馬教師的教學策略需求較高，而學科知識則較低，與西馬地區

不同。經過訪談發現，東馬獨中提前離校就業或到國外念書的高三學生比例較高，

此些學生不參加統一考試，連帶影響學習動機，因此，教師希望能精進教學策略以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此與西馬獨中學生重視統一考試的情境不同（陳慧蓉、李玲

惠，2021）。此外，跨國教師專業發展也因跨國教育系統之差異而產生問題，由於各

國師資培育與教師專業系統大多是根據該國的義務教育來設計，因此，設計跨國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時，須覺察國家歷史文化與情境對活動設計之影響，以確保所設計

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能符合接受培訓國家教師之需求（陳慧蓉，2023）。 

（三）小結 

綜合上述，獨中教師專業發展除了教師本身之需求，也受到學校系統中學生、

行政與社區等關係人的影響，同時也與教育主管機構（董總）的政策以及辦理教師

專業發展的大學與授課講師有關，不僅涉及個體與社群的互動，也與多個系統間的

互動有關。本研究聚焦於臺馬跨境教師專業發展，涉及不同國家教育系統的互動，

而 CHAT 從社會建構觀點出發，強調專業發展不僅是個人學習過程，也是鑲嵌在社

會文化的集體活動（Engeström, 2001；Yamagata-Lynch & Haudenschild, 2009），適合

作為分析跨境教師專業成長的理論基礎。 

另一方面，臺灣教育系統與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系統的特徵不同，獨中教師接受

臺灣講師培訓後應用於課堂，可能面臨建構教學的困境，此可從 Windschitl（2002）

四個視角（概念困境、教學困境、文化困境及政治困境）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

以 CHAT 為理論架構，分析獨中教師面臨的矛盾，解構不同體系之間的價值衝突，

同時輔以建構教學的實施困境來解鎖矛盾產生的原因，作為未來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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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場域與參與者 

本研究採實地訪談法，於研究對象所在地（馬來西亞）蒐集資料，深入瞭解教

師專業發展需求及其背後原因。由於馬來西亞地域廣大，且規模較大學校（學生超

過 1,000 人）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較為頻繁，因此，選擇西部華文獨中（S 校）為

研究場域。該校位於西馬大城市，學校辦學與學生表現均備受推崇，且該校教師專

業發展與臺灣講師長期合作，可以觀察到對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該校學生約

有 3,000 人，初中與高中部各有 30 班，教師約有 200 位。鄰近有數所獨中，時常與

該校共同舉辦校際交流活動，包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研究期間，研究者前往馬來西亞蒐集資料，進行方式如下：首先，研究者寫信

給獨中校長及主任，說明研究目的並邀請教師及行政主管參加。教師方面，請行政

主管邀請不同年資、學科且曾接受臺灣教師培訓或拿到臺灣教育學位的教師；行政

主管方面，邀請曾辦理或協助培訓者。確定日期與人員之後，研究者搭機前往馬來

西亞蒐集資料與進行訪談。另一方面，臺灣授課講師方面，邀請多次前往獨中進行

工作坊的大學教授及高中校長接受訪談。參與者共計 27 位，包括 22 位獨中教師、3

位獨中行政主管（校長、主任與副主任）及 2位臺灣授課教師，詳如表 1。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聚焦於質性資料的分析，以半結構式個人訪談、焦點小組座談及文件分

析等，深入瞭解參與者對於臺馬跨國專業發展的需求與考量。本研究根據研究目

的，以半結構式晤談方式來設計訪談大綱，共分為四部分：（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主要瞭解受訪者的大學主修、教授科目、年資及教師專業資歷情形；（二）接受培訓

情形與評價：瞭解教師參加培訓情形（頻率及內容）及其認為最有幫助與最小幫助

的培訓項目與原因，藉以瞭解「獨中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稱為核心系統）的第一層

級或第二層級矛盾（如主體與工具、主體與目標、主體與規則的矛盾）；（三）培訓

應用於教學實踐的情形與回饋：教師接受培訓後應用於教學實踐的情形，包括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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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的反應與回饋，以及面臨問題、可能原因與解決情形，藉以瞭解核心系統內

的矛盾（如主體—工具—目標的矛盾）（第二級矛盾），以及新、舊核心系統轉換的

問題（第三級矛盾）；（四）大環境影響獨中應用培訓於教學實踐的原因、解決方式

與改變之處，並給予臺馬跨境培訓建議，藉以瞭解兩系統間的第四級矛盾（如核心

系統與獨中教育系統），以及核心系統轉化的情形。由於本研究之受訪者包括教師、

行政主管、校長與臺灣講師等，前述為教師之訪談大綱，而其他三類訪綱與其類

似，不同之處在於以「參與觀察者身分」進行評估。以第三部分訪綱為例，獨中教

師的訪談問題之一為：「請問您是否將臺灣講師的培訓內容應用於課堂上？做了哪些

調整？」；詢問行政主管與校長則調整為「根據您的觀察，貴校教師是否將臺灣講師

培訓內容應用於課堂上？做了哪些調整？」；而詢問臺灣授課講師的訪綱，則調整

為：「根據您的瞭解，接受臺灣講師培訓的獨中教師是否將培訓內容應用於課堂上？

做了哪些調整？」 

本研究的訪談資料包括個人訪談（每場約 40〜60 分鐘）與焦點訪談（共計三

場，每場約 40〜80 分鐘，總計約 360 分鐘），詳見表 1。除了訪談，本研究尚以文件

分析（培訓資料、學校發展歷史文件、學校網路資料及董總統計資料）進行資料三

角檢證，以確認資料信實性。 

表 1 

受訪者資料與受訪情形 

類別 受訪者 
訪談時長 

（分╱場） 
受訪者代碼 

獨中行政主管 S校校長 60 SP 

S校行政主管焦點座談：主任與副主任 40 SA及 SV 

獨中教師 S校教師焦點座談第一場：11位教師 80 ST1～ST11 

S校教師焦點座談第二場：11位教師 80 ST12～ST22 

臺灣跨境授課

講師 

講師 1 60 TL1 

講師 2 40 TL2 

 

三、資料分析 

質性資料的分析，是先將錄音檔轉為逐字稿，再抽取逐字稿與「矛盾」的有關

內容。根據矛盾的定義（Engeström, 2008），找出對話中出現否定或不同意的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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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矛盾內容分為三個層級：個人、學校與地區國家層級。然後，再以活動理論

六個元素為架構，將「矛盾」內容概念化，分為元素本身、元素之間或是活動系統

間的矛盾；也就是分析事件或議題內容及其形成因素。每份逐字稿給予系統性編

碼，代碼分為三段：第一段編碼為學校和身分別，學校為 S，身分別 P 代表校長、A

為主任、V 為副主任、T 為教師（表 1）。第二段編碼為專業發展的三個影響層面，R

為個人層級、H 為學校層級、C 為地區國家層級因素。第三段編碼為活動系統理論的

元素，單一系統內的第一級矛盾以單一元素代碼表示，第二級矛盾以兩元素表示（T

為工具、R 為規則、C 為社群、G 為目標、L 為分工），第三級矛盾的新、舊系統關

係為 W，第四級矛盾的臺灣與教師專業成長核心系統關係為 X，馬來西亞教育系統

與核心系統關係為 Y。第四段編碼為訪談日期。例如，SP-H-TC-20191122 代表 S 校

校長，訪談內容是學校層面因素，關於工具及社群，2019 年 11 月 22 日接受訪談。

逐字稿編碼是由研究者與一位國小教師先進行編碼後定義討論，再分開編碼。最後

抽取約 30%焦點座談逐字稿，分別進行編碼後再比較，編碼一致性為 92%。 

本研究以三方式進行三角驗證：首先是不同類別資料的比較，例如，將訪談結

果與文件資料、現場觀察進行比較；其次是不同來源資料的比較，例如，將獨中教

師、行政主管及臺灣講師訪談結果進行比較；第三是將前次晤談結果在下次晤談中

詢問參與者，進行資料三角檢證，例如，將 S 校教師第一次焦點座談結果在第二次

教師焦點座談會或行政主管訪談時以問題提出，進行交叉比較，瞭解不同背景的多

元觀點。而研究倫理方面，計畫執行前送至大學倫理委員會進行審查，並讓參與者

簽署知情同意書，確定資料保密，以符合倫理要求。 

 

肆、研究結果 

 

一、活動系統分析 

本研究運用第三代活動理論為架構，分析獨中教師的跨國專業發展。首先，確

認核心系統「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以下簡稱核心系統）對應於活動理

論的六個元素內容（如圖 4）。其中，主體為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獨中教師，他們選

擇參加跨國培訓活動是基於下列目標：將培訓習得的知識技能轉換為教學實踐，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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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學習成果。而目標的實現，主要是透過教師的工具，包括工作坊資料、獨中

教師的教學經驗與背景知識、個人反思及教學實驗。 

圖 4 

核心系統 

 

教師個人是鑲嵌在學校及專業社群中，會受到影響而改變。社群指獨中教師、

學校行政人員、教育主管機構（董總）與臺灣講師。分工是學員和指導者的責任分

配，包括獨中教師參加培訓、獨中行政提供支持、董總規劃與邀請、臺灣講師傳授

知識及臺灣的大學規劃與培訓。規則是培訓的參加規定與課程要求。結果包括正、

負向結果，正向結果是教師增加新的專業知識技能，負向結果是新教學方法難以內

化及應用，未能滿足培訓期望。其次，新、舊核心系統轉換之間有交互作用，亦即

核心系統在實踐專業發展活動，邁向新核心系統時，也會產生矛盾（如圖 5）。第

三，核心系統與鄰近兩個活動系統（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系統及臺灣教育系統）有交

互作用，在相互影響下引領教師專業發展。 



陳慧蓉 

以歷史文化活動理論探究馬來西亞華文中學跨境教師 

專業發展的矛盾及其轉變 

 

 

- 69 - 

圖 5 

核心系統與鄰近系統之互動 

 

二、系統內部和系統之間的矛盾 

核心活動系統的內在矛盾及其與鄰近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為跨國教師專業發

展帶來了多重挑戰與壓力。以下以四個層次的矛盾進行分析： 

（一）第一級矛盾：「規則」的內部矛盾 

第一級矛盾是活動系統內單一元素的內部矛盾。核心系統的第一級矛盾，主要

集中在「規則」（如圖 2 的虛線圓圈）。由於獨中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的立場不同，

產生不同的價值觀，致使「規則」內部產生矛盾。 

首先，是跨境培訓的形式、規定和要求，獨中教師與學校行政人員立場有所不

同。臺馬跨國教師專業培訓在馬來西亞以工作坊形式進行，少數到臺灣學習及觀

摩，有些則到臺灣拿到教育學位。由於現有臺馬跨國培訓數量少，參與者由學校指

派，但有些教師也希望參加卻沒被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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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參加兩次專業科目培訓，是關於基因的。因為是高中課程，感覺沒人

要去，學校派我去學，但我覺得沒有用，培訓跟我教的內容不一樣。（ST2-R-

R-20181109） 

培訓時間有兩天、一天、或幾個小學週末一起辦。其實我一直很想去，但想

要去的老師蠻多，很可惜，我沒被邀請。難得老師從臺灣過來，然後我又很

需要這一大系的知識，我就覺得可能我們想學的跟行政的顧慮是相差很多。

（ST11-R-R-20181110） 

此外，有些學科教師的大學主修與任教學科不同，很希望能夠把握機會進行專

業成長，但因為沒被邀請參加跨境培訓，自己每年都用相同的內容與方式教學，很

希望能有機會參加工作坊以產生改變。 

其實我們有實際上的困難。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比如我專業是華文，但是

我們沒有派人去，我沒有被邀請。如果是資深老師就用回以前教學的方式，

我們每年做同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們出去學，會不一樣的。（ST5-R-R-

20181109） 

另一方面，從獨中行政人員的立場來看，他們已經盡量媒合教師與跨境工作坊

的參與機會。由於跨境教師培訓大多是董總舉辦，名額很少，各校行政人員只能盡

量安排教師參加，能讓與培訓科目相同的教師參加已經不容易了。行政主任表示： 

培訓課程名額少，我們只能說如果跟學科有搭配的，那我們就會讓老師去。

所以如果能搭配到學科一樣，就已經不錯了。（SA-R-R-20181110） 

其次，教師接受培訓後的分享，是學校行政人員對培訓推廣的企盼，但也是教

師的壓力來源。由於培訓在教學法方面的規劃少，學校希望接受培訓的教師能深入

理解培訓內容，與同仁分享，再推廣到整組，再到全校。校長表示： 

老師們認為教學法很重要，但其實培訓規劃很少。培訓課再提升的話，要做

的是聽完之後的後續事情，就是先教懂幾個人，其實不是懂而已，要很懂，

他才有辦法去推到整個組到全校。（SP-R-R-20181220） 

然而，教師表示短期培訓僅能初步理解課程內容，因此培訓結束後，為能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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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所學內容，需要額外投入時間找尋資料，壓力相當大。 

我去年參加數學培訓，去之前看了基本說明，覺得不懂。去之後有好多疑

問，什麼叫極端語，什麼叫情境語。可是回來要分享，我只好把整本書重新

看過。那時感受不深，只能不斷地跟幾個有去的老師交流，才把書本跟去的

東西結合，真的很難！我上一個課就要搞懂，壓力很大，都不能恍神！。

（ST16-R-R-20181110） 

（二）第二級矛盾 

第二級矛盾是活動系統中兩個元素之間的矛盾。在本研究中，核心系統的第二

級矛盾發生「主體—工具—目標」、「主體—規則—目標」、「主體—分工—目標」及

「主體—工具—社群」（如表 2 中以紅色網底的三角形表示），代表主體（獨中教

師）在前述的四個兩兩元素關係中有矛盾存在（如表 2 中以紅色閃電符號表示兩元

素間的矛盾）。例如，「主體—工具—目標」表示主體對於工具與目標的關係有矛盾

存在。 

1. 「主體—工具—目標」的矛盾 

教師參與培訓的目標在於將新知識應用於實際教學，而「目標」的達成則依賴

於「工具」，即教師的背景訓練、培訓活動時間、反思與教學實驗等。「工具」與

「目標」的矛盾體現於三方面：首先是教師背景訓練的差異，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

盾。由於教師的背景訓練各異，尤其有不少非本科系教師，參與短暫的培訓並不能

直接應用於課堂，如果授課講師直接提供教學法，才比較容易應用。 

我們第五門的流通性很大，常常都不是本科系的老師，所以每次有新老師

來，主任就很辛苦，他每一期都要教新老師，他的備課時間比我們長。所以

如果新手老師參加培訓，不一定能直接用在課堂。（ST14-R-TG-20181110） 

專業知識內容對我們來說是全新概念，備課時間緊湊，沒時間進一步思考創

新教學。如果培訓能直接提供教學方法，會比較快有效果。（ST12-R-TG-

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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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的第一級矛盾與第二級矛盾 

活動系統 矛盾的內容 

第一級矛盾  

 

「規則」的內部矛盾 

（1）培訓的形式、規定和要求，獨中教師和行政人員的

立場有所不同 

（2）教師接受培訓後的分享，是學校行政人員對培訓推

廣的企盼，但也是教師的壓力來源 

第二級矛盾  

 

1.「主體—工具—目標」的矛盾 

（1）教師背景訓練的差異，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盾 

（2）培訓時間短，不易內化應用，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

盾 

（3）反思與教學實驗的挑戰，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盾 

 

2.「主體—規則—目標」的矛盾 

（1）學校規範的考試範圍及進度壓力，與培訓目標之間

的矛盾 

（2）兩套教材的教學負擔與培訓目標之間的矛盾 

（3）教師不習慣即時回饋，造成翻轉教學方法與課堂應

用的目標矛盾 

 

3.「主體—分工—目標」的矛盾 

分工下，接受培訓教師端與主辦培訓行政端的目標不

太一致： 

（1）資深教師對培訓內容的期望，希望能多聚焦於專業

知識，與目前的培訓內容不太相同 

（2）教師希望有更多時間內化所學，並希望有講師長期

陪伴 

（3）學校行政人員希望教師盡量參與現有培訓，並主動

內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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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續） 

活動系統 矛盾的內容 

 

 

4.「主體—工具—社群」的矛盾 

（1）教師認為社群與工具的關係有矛盾：教師教學負擔

大，無法帶領教師社群；而且不懂的人聚在一起討

論，還是不懂，社群無法給予支持 

（2）學校行政人員有不同看法：依據教師的學習能力可

以很快地克服困難，而且成立 PLC，教師可以就近

彼此討論 

（3）臺灣授課講師也支持 PLC，認為獨中教師成立

PLC彼此協助，有其必要性 

註：1.  上表的活動系統標示，第一級矛盾的元素以虛線圓圈表示。 

2. 產生第二級矛盾的兩個元素之間，以閃電符號表示。而紅色網底三角形，是

將主體與矛盾的兩元素連結，表示主體對此二元素關係產生矛盾。 

 

其次是培訓時間短，不易內化而產生應用，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盾。教師在訪

談中表示，培訓時間有限，較難感受培訓的實用性，而且接受培訓之後，仍然不太

懂，因為對於理論不瞭解，所以很難應用推廣。 

教師培訓不只董總請臺灣老師，有時學校也會請臺灣老師。可是時間有限，

大家不能感受到實用性，只是形式上做到。我們不是很懂理論，到底怎樣做

到的，我們不太懂。如果是工作坊的話，有一些實作，可是卻沒有瞭解理

論。所以我們就這樣用了，很難推廣。（ST3-R-TG-20181109） 

教師表示，希望每隔一段時間就接受培訓，瞭解新的學科知識。長期培訓（如

三週培訓）比短期的兩天培訓較有時間內化，才能產生自己的教學方式。 

培訓三個禮拜，它會很加持，讓你重練。我覺得一兩天真的比較難，我們需

要的是一段時間之後，再去重練一下，不然我們脫離學科知識很多，新概念

出來也跟不上。其實我在培訓過程中，吸收資訊以後要花一段時間內化，才

能夠做出自己的教學方式。（ST15-R-TG-20181110） 

第三是反思與教學實驗的挑戰，造成工具與目標的矛盾。培訓學了很多教學方

式，教師需要消化、反思與實際應用，才能確定適用性，但是，教師覺得自己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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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學了很多東西，無法掌握，只是一直改變教學方式。教師提到： 

工作坊很短時間就關注一堆東西，聽完要用到班上，真的有難度。而且我們

聽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東西，到底哪一個適合自己，也需要時間消化才可以

用。你把新的教學方式用到班上，開始的時候可能不斷換方式。其實這種東

西需要消化、內化才可以用。這個時間點，我們抓不到，一直不斷地改變教

學方式。（ST4-R-TG-20181109） 

2. 「主體—規則—目標」的內部矛盾 

獨中教師對於「規則」與「目標」之間的矛盾，呈現於三方面：首先是學校規

範的考試範圍及進度壓力，與培訓目標之間的矛盾。由於大部分獨中學生在高中畢

業前需要參加董總舉辦的統一考試，考試成績是申請大學的依據，所以，各校相當

注重統一考試的準備（黃禎玉，2013）。考試壓力下，學校安排了每週教學進度，要

求教師在時間內教完規定內容。教師在訪談中表示，擔心使用新教學方法會趕不上

進度。 

因為學生畢業要參加統考，學校規定的內容一定要教完，而且每週有固定的

教學進度，我們用新教學方法時，其實壓力也很大。（ST13-R-RG-20181110） 

老師學習了一些教學法後，其中一個讓他們不會用的原因是趕課的問題。PLC

其實真的很耗時，而且學校又規定要考的必須要教。像華文課本很多文章，

除了打星星的自讀以外，沒打星星的都必須要教，老師會有壓力。（SV-R-RG-

20181110） 

教師表示，雖然上課討論時學生很開心，但是，學生會擔心新教學方法會拖慢

進度，影響考試表現，因此，希望教師能直接教導考試重點。 

很多學生比較重視考試，他會說你的教學策略教的跟考試沒有關，他就不願

意參加。比如老師進行合作學習，他會說，老師，你直接講就好了。（ST7-R-

RG-20181109） 

其次是兩套教材的教學負擔與培訓目標之間的矛盾。獨中採用兩套教材：董總

的華文教材與馬來西亞政府的英文教材，但是，兩套教材使用的語言與課程內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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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加重了教師的教學負擔，時常需要趕課。由於知識量大，容易變成教師單方面

傳遞知識。校長在訪談中表示： 

老師學了新教法，但是沒有用在課堂，主要是趕課。（SP-R-RG-20191109） 

學校主任則表示： 

學生不只要學董總課程，還有政府課程要學，是跑雙規的。因為這樣，我們

編排課程一不小心就變成填鴨式，因為知識量太多了。雖然都是數學課程，

但其實是有差別的。（SA-R-RG-20181109） 

兩套課程使用不同語言，而且內容重疊程度逐漸降低，但是，節數不變，因

此，數學教師們時常討論如何將兩套課程配合一起教，但很不容易。 

我們數學組常常討論如何把董總跟政府課程一起配合，但是達不到。重疊程

度以前是 100%，現在只有 70%。我們排課很辛苦，因為節數不變，而且他們

用英文課本，所以學生有兩個課本，一是董總本，另一是政府英文課本，雙

軌的。（ST14-R-RG-20181110） 

第三，教師不習慣即時回饋，造成翻轉教學方法與課堂應用的目標矛盾。學校

主任表示，由於教師對學生討論後的即時回饋沒有信心，雖然知道要做，但不習慣

這種方式。 

現在很多的教學法都是學生討論，然後老師要給即時回饋，可是老師在這部

分比較弱，沒有信心，也不知道要怎麼給回饋。這跟專業知識應該有關，他

們不習慣這種方式，所以老師說知道要給學生回饋，想做但是做不出來。

（SA-R-RG-20181110） 

3. 「主體—分工—目標」的內部矛盾 

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分工」與「目標」的矛盾，首先是接受培訓與主

辦培訓的內容方式不一致，致使培訓目標的達成（將所學應用到課堂）受到影響。

資深教師對培訓內容的期望，希望能多聚焦於專業知識，但這與目前的培訓內容不

太相同。資深教師提到，過去接受的培訓主要是班級經營，現在希望增加學科專業

知識。教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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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定年資，學校從我剛來到現在，主要培訓是班級經營管理。早期我進

來當老師時，有專科支持的培訓，可是我離開十年再回來，發現沒有專科培

訓。如果臺灣可以根據我們種種的課題來給予專業知識的培訓，會更好。

（ST18-H-LG-20181110） 

其次是教師希望培訓能學習教學策略的相關理論與技術細節。教師在訪談中表

示： 

最近比較常接觸的培訓就是 PLC、合作學習、還有科技融入教學。雖然都是

最近學校推的，但不代表培訓量多。培訓會讓你接觸，可是對於技術細節，

還有理論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只是廣泛學習，並沒有深入。（ST5-R-LG-

20181109） 

雖然教師對於培訓有上述期望，但在分工之下，接受培訓的教師與主辦培訓的

行政端考量不同，以至於目標也產生矛盾。學校行政人員在訪談時表示，雖然邀請

臺灣講師上課，但是需要教師主動內化與課堂應用。 

邀請講師來上教學法之後，需要老師自己做調整，變成自己學科可以應用

的。可是，老師們期待是你教了我直接去用就好，與他們的期待有落差。

（SV-R-LG-20181110） 

不管出國或在學校培訓，我們最近在推不同的翻轉教學法，像是科技融入教

學、學思達教學、MAPs 教學法，希望老師學了之後可以自主深入研究，然後

用在教學上。如何在課堂上有效果，需要老師自己調整與應用。（SP-R-LG-

20181220） 

雖然跨境培訓通常由臺灣的大學與董總共同設計，但上述訪談資料顯示，教師

需求與培訓規劃之間的落差，產生了核心系統「分工」的內部矛盾。 

4. 「主體—工具—社群」的矛盾 

首先，教師認為社群與工具的關係有矛盾。教師在訪談中提到，學校希望受訓

教師能透過教師專業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 PLC），完成培訓後將所

學推廣給其他教師。但是，教師表示教學負擔大，時間有限下很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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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花時間很多教書，要額外再做 PLC，我們可以配合，因為在自我提升。

只是說從不懂再自己摸索搞懂，要花很長時間。我們很難不教書就去做

PLC，我的想法是需要一些支持。（ST6-R-TC-20181109） 

教師提到，培訓後組織了專業社群，但討論之後仍然無法解決問題，不懂的還

是不懂，專業社群無法給予適當的支持。 

培訓之後，我們組織 PLC，試著應用學到的方法。但我們討論之後，很多問

題還是無法解決。我們很需要長期陪伴的外面講師幫助我們課堂應用。究竟

哪一個方法適合自己，需要長時間反思和教學實驗，努力消化之後才知道。

（ST14-R-TC-20181110） 

我覺得培訓課的延續性不夠多啦！舉個例子，我們自己組織 PLC，不懂的人

在一起還是搞不懂。然後也不能太急，剛懂 PLC 到做一個 PLC 出來，需要一

段時間。不是今天上了 PLC，馬上去主持，馬上看到成果。新加坡在推

PLC，每星期六固定討論。從組織建立到改善，講師會陪一整年。（ST21-R-

TC-20181110） 

但是，學校行政人員有不同看法，認為依教師的學習能力可以很快地克服困

難，在 PLC 中討論出結果；而且 PLC 讓教師在過程中有所討論，不一定要外部講師

趕到獨中解答問題。 

我覺得 PLC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不需要講師來這邊，但讓老師在應用過程中

有人可以問。老師講到不知道找誰問，希望有人引導。其實這種方式應該不

會太久，因為老師學習力很快，可能一、兩個月就可以自己討論出結果。

（SA-R-TC-20181110） 

臺灣授課講師也有類似看法，認為獨中教師出國學習的機會相對較少，不是人

人都有機會，且臺灣講師前往獨中授課，雖有較多人受惠，但有問題時，外部講師

無法即時協助，所以，他鼓勵教師成立 PLC，可以一起討論，不需等待外部協助，

進而發展「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展系統」。他在訪談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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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獨中教師專業成長很多年了，是我首先推動他們做 PLC 的。早期覺得派

老師出國到臺灣學習，受惠人數太少；換成臺灣講師到獨中做工作坊，雖然

比較多人學，但碰到問題時，很難靠外部講師協助。因此，我建議他們一定

要成立 PLC，讓老師彼此支持。我花很多時間做 PLC 工作坊，從建立概念到

組織 PLC，一步一步帶他們，現在已有一些規模，老師也習慣一起討論。我

只要有空就會飛過來上課，他們要有自己的 PLC，發展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

發展系統。（SL2-H-TC-20181221） 

（三）第三級矛盾 

隨著獨中教師採用新教學與評量方法，新、舊核心系統轉換產生了兩種矛盾

（如表 3）。  

首先是教學模式改變後，因為新、舊系統矛盾而產生的評量困難。教師在訪談

中提到，學習新的教學策略（如翻轉教學）與評量方法之後，想在課堂實踐卻面臨

一些困難。由於學生重視分數，在學校尚未配合新教學方法而調整評量政策，鬆綁

原有的固定評分比例之前，學生對新的教學與評量方法的投入意願低。 

進行新評量方法的時候，因為學校已經訂好分數比例，包括考試、作業和測

驗分數。所以我做額外評量時，如果沒有要求分數，學生的認真度就會大大

減少。我告訴他，這個要算測驗分數，他才會認真去 Kahoot 打局。學校要求

我們創新、往科技發展，但在策略上沒有搭配，有些可惜。（ST20-W-

20191110） 

教師表示，採用新教學方法之後，想知道學生的理解情形，覺得傳統考試無法

得知學生的概念理解程度，想知道是否有其他方法。 

其實我很想知道學生懂什麼，可是有時考試也未必考得出來，因為答對不代

表他懂；然後有些他懂的就是沒辦法答對。有些人要寫文章顯示出他懂，可

是沒辦法用選擇題表達學習力。因為我常常帶成績弱的學生，我們需要懂他

們是否有別的方式可以真正測得出他懂得什麼，不要只是考試。（ST2-W-

201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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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的第三級與第四級矛盾 

活動系統 矛盾的內容 

第三級矛盾  

 

新、舊核心系統轉換之矛盾 

（1） 教學模式改變後，因為新、舊

系統矛盾而產生的評量困難 

（2） 採用新的教學與評量方式，因

為需要趕課與即時回饋而產生

矛盾 

第四級矛盾  

 

1. 核心系統與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系

統的矛盾 

（1） 馬來西亞獨中特有的教育系

統，教師資歷與供需狀況與一

般不同 

（2） 獨中的教學與學習受到統一考

試的影響 

（3） 有些教師想改變教學模式，但

是大環境的課本與考試制度未

變，其實較難改變 

 

2. 核心系統與臺灣教育系統的矛盾 

（1） 兩地教師養成與遴選方式不

同，需要的培訓內容也不同 

（2） 兩地的生活脈絡存在差異，課

本無法直接應用 

（3） 兩地對於教育名詞的雖然用字

相同，但是意義各異 

（4） 兩地學生特質及教師理念不同 

註：1. 第三級矛盾發生於核心系統與未來的核心系統之間，以虛線曲折雙箭號表示
兩系統間的矛盾。 

2. 第四級矛盾發生於核心系統與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系統，以及臺灣教師增能系
統與核心系統之間，以虛線曲折雙箭號表示兩系統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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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中受到考試影響，教師和學生在嘗試新教法時都面臨壓力，因此，僅有教師

轉變並不足以解決問題，還需要有整體系統的支持，包括全國獨中總結性評量（統

一考試）、學校層級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等多方面調整，這是 Windschitl（2002）提

到的「政治困境」。不過，從上述對話也看到一線曙光，有些教師開始想瞭解學生概

念理解情形，不再完全依賴傳統考試，這是教師信念的轉變。正如 Gibbons 等人

（2018）指出，教師信念的調整是實施建構教學的重要前提。而訪談中教師對傳統

評量有所質疑，亦即 Feldman（2000）提到教師信念改變的第一階段「不滿意」。 

其次，採用新的教學與評量方式，因為需要趕課與即時回饋而產生矛盾。教學

模式轉變，從教師中心轉向學生中心，除了教師的教學策略需要改變之外，教學內

容也必須有所取捨，以減少趕課所產生的問題。學校行政與訪談中提到： 

老師學了新教學法之後，其中一個不願意使用的原因是趕課。（SV-W-

20181110） 

學校行政主管在訪談中表示，教師會讓學生討論，但是對於討論後的即時回饋

不習慣且有所疑惑，這可能與專業知識需要加強有關。 

現在很多教學法都是學生討論，然後老師即時回饋。可是我們老師不習慣這

樣的方式，也比較沒有信心，不太知道給回饋的方式。其實這跟專業知識有

關。（SA-W-20181110） 

由於學生討論後的教師即時反饋，需要教師具有學科知識的深厚基礎，較能及

時反應。正如 Bocala（2015）指出，教師不僅要掌握學科專業知識，還須隨時調整

教學，引導學生深入探索，而且評量也須鑲嵌在教學與學習之中。由於部分獨中教

師的教學與大學所學並非相同科系，為非本科系教師（黃禎玉，2013），因此，教

師學科知識需要持續提升，才能促使建構教學於課堂實踐。此為 Windschitl（2002）

提到的「教學困境」。此外，上述第三級矛盾體現了教師實施新教法時，面臨舊系統

（如評量制度）和教學習慣的牽制，屬於 Windschitl（2002）的「文化困境」，即學

生已習慣於傳統講授式教學，在學校形成一種文化，不易改變，同時，教師也須調

適新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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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級矛盾 

第四級矛盾是核心活動系統與鄰近次活動系統之間的張力，包括核心系統與馬

來西亞獨中教育系統、臺灣教育系統之間的張力（如表 3）。 

5. 核心系統與馬來西亞獨中教育系統的矛盾 

馬來西亞獨中特有的教育系統，教師資歷與供需狀況與一般不同。獨中師資來

源多樣化，具有教師資歷者約占六成；而教師的任教學科與大學所學不一定相符，

其中以數學、物理及英文教師短缺較多（董總，2024a），非本科系教師的學科專業

知識需要加強。 

其次是獨中教學與學習受到統一考試的影響。獨中畢業生無法進入馬來西亞公

立大學就讀，因此，統一考試成為申請國外大學的主要依據，造成各校重視考試內

容（陳妍錚，2022）。由於統一考試重視抽象運算，因此，教師上課著重運算解

題。學校行政主管表示： 

政府課程會考活用的情境題，可是獨中統一考試則是運算解題較多，像是一

元二次方程式找答案，所以學校會教這方面。（SA-Y-20181110） 

第三，有些教師雖想改變教學模式，但是大環境下，課本與考試制度未變，教

學也就難以改變。教師表示，教師有各自的教學理念，雖想改變，但是改了就不符

合考試要求。 

我們各做各的，有自己的教學理念。可是課本沒有改，學校考試和統考也沒

有改，我們雖然改變教學模式，但是符合不了考試，是很困難的。不像臺

灣，連學測題目都感覺非常大，就是素養題目，你教哪一課都沒用。（ST19-

Y-20181110） 

6. 核心系統與臺灣教育系統的矛盾 

核心系統與臺灣教育制度也存在一些矛盾，首先，兩地教師養成與遴選方式不

同，需要的培訓內容也不同。臺灣師資培育系統嚴格規範教師須有教師專業證照並

接受分科專業訓練，與獨中教育體制不同。獨中教師因為沒有專屬的師資培育大

學，教師培育為多管道，而且非本科系教師比例較高，其專業成長需求與臺灣教師

不同，跨國培訓內容須根據這些差異進行調整。新手教師在訪談中表示，希望能接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8卷第 2期  

 

 

- 82 - 

受學科專業知識的培訓，因為非本科系，教學內容是全新的，備課之外很難抽出時

間進行創意教學。教師在訪談中表示： 

教學策略的培訓重要，但是專業知識培訓更重要。我是新手老師，教學內容

是全新的概念。我們備課，其實是備一些很基礎的東西，我沒有辦法抽出更

多時間去想創意教學，備課都來不及了！（ST10-X-20181109） 

其次，兩地的生活脈絡存在差異，課本無法直接應用。獨中教師反應，培訓時

學習以臺灣為脈絡的學科知識，無法直接用在課堂，因為學生生活脈絡不同，比較

沒有興趣。 

還有專業知識，我覺得課本不夠本土，同時含雜了臺灣、中國的元素，所以

我們教起來會不知所措。然後學生沒有興趣，因為跟他們的生活沒有連結，

這是很大的問題。（ST10-X-20181109） 

第三，兩地對於教育名詞雖然用字相同，但是意義各異。例如，提到「學習評

量」，臺灣教師認為包括「多元評量」，但是，獨中教師則認為是與考試相關的評

量。因此在溝通時，須注意兩地落差。教師在訪談中表示： 

我們通常考完試之後會做一次評量，考完試還要做考卷分析。要在考試後分

析學生哪些沒有學會。其實我們不需要臺灣或中國的幫助，因為我們本身就

有討論，獨中的評量方式是固定的。但如果是題目設計，就很需要的。

（ST12-W-20181110） 

第四，兩地學生特質及教師理念不同。獨中學生受到升學壓力的影響，較重視

分數，使教學創新面臨挑戰。教師在訪談中表示，臺灣教師較能嘗試創新教學法，

願意傾聽學生意見及放下身段。 

臺灣老師比較敢用創新方法，比如帶我們實習的臺灣老師，他說可以讓國一

生辯論。我心想怎麼可以，但其實 OK。臺灣老師很敢做嘗試，讓學生從不同

方面抓到重點。我覺得大膽創新，拋棄傳統負擔，是需要學習的。（ST22-W-

201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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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老師很能夠放下身段，你講沒關係；但是我們老師就覺得你在挑戰我，

比較有權威性，我覺得需要調整一下。（ST9-W-20181109） 

三、跨境教師專業發展所引發的轉化 

過去獨中由於缺乏相應的華文師資培育系統，具有教師專業資歷的比例偏低，

後來在董總推動下，與海外的師資培育大學合作，例如臺灣的師範大學是主要合作

對象之一，包括職前教師修習教育學程、與在職教師參加教育專業文憑專班，以及

臺灣講師到獨中進行教師專業工作坊等方式，運用多重管道增能，獨中教師具有教

師專業人數的比例逐漸上升，尤其是近幾年已有大幅改進（沈心慈，2024；黃禎

玉，2013；董總，2025b）。由於本研究聚焦於臺馬跨境的獨中教師專業發展情形

（不包括獨中校本教師專業發展），以下討論獨中教師接受臺灣跨境教師培訓下所引

發的轉變。 

根據歷史文化活動理論，單一活動系統內或是兩個活動系統間的差異可能產生

矛盾，影響活動的進行，但是，也有可能因為矛盾而產生系統的轉化（Engeström, 

2001）。由於臺馬跨境教師專業發展是獨中教師獲得教師專業資歷的重要途徑，再加

上此跨境合作模式已有 40 年歷史，面臨教育環境的改變（包括教育政策改變與教育

理念更迭），獨中教師接受培訓之後，嘗試將新方法運用於課堂，此雖造成新、舊系

統交替的矛盾，但也是轉變的契機。以下先從「主體—工具—目標」檢視獨中教師

從教學實驗與反思所產生的認知衝突與轉變，再接續討論引發的「主體—規則—社

群」以及新、舊系統的轉變。 

（一）「主體—工具—目標」矛盾所引發的轉變 

獨中教師在接受臺灣講師的培訓之後，接觸了建構教學，由於和原先熟悉的傳

統教師中心教學法不同，因而產生了認知衝突，也就是 Feldman（2000）提到的教師

信念轉變的第一步「不滿意」，開始有一些省思。以下分為兩方面分析。 

1. 實踐新教學與評量方法後的反思與轉變 

接觸跨國密集課程之後，有些教師開始反思自身教學實踐，嘗試學生中心的教

學模式，觀察學生學習狀況，進而調整教學策略。接受培訓的資深教師在訪談中提

到他的轉變，發現改變教學方法之後，可以讓學生表達，自己傾聽，然後再提出問

題時，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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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大的衝擊是我有接觸臺灣講師，比如 MAPs 教學，在本校有密集課程。

這讓資深老師的我，在教學上有新的轉變。我以前教書是根據共同備課的結

果，還有教師手冊和自己找的資料。後來發現依據 MAPs 學的東西比較實

在。讓我從以前傳輸給學生，後來是我設計教學活動，讓學生講，然後自己

是一個明白者。這樣可以扣回去評量方式，當我問的時候，可以知道學生吸

收得有多差。這是很好的開始，像遇到瓶頸時有一個新方法。（ST7-R_TG-

20181109） 

將上面訪談逐字稿與 Feldman（2000）所描述的教師信念改變相對照，發現正好

符合教師信念第一至第三階段的轉變。當此資深教師接觸新的翻轉學方法，會開始

反思過去的教學情形，產生認知衝突與不滿意（信念改變第一階段）。後來，資深教

師將新方法應用課堂之後，不但能夠理解（信念改變第二階段），而且他將教學法搭

配對應的評量方法之後，發現很有用（信念改變第三階段）。正如他所感覺到，這是

建構教學信念的好開始，因為信念改變了，連帶地，建構教學行為也產生改變。 

2. 教師開始反思學生學習數學課程的目的 

隨著教學方法的轉變，部分教師開始認同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並希望學

生能將所學應用於生活。雖然統一考試題目傾向於數學運算與解題，但是，有些教

師體會到數學內容需要生活化，希望學生可以應用數學知識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首先要老師們一致支持，我們如何把數學比較抽象的概念，讓它生活化。不

然，學生會覺得學數學，幹嘛學這些東西，因為統考不會考跟生活有關。但

是我希望學生會覺得可以利用學到的數學知識去解決生活上的問題。（ST15-

R-TG-20181110） 

上面訪談逐字稿與 Feldman（2000）教師信念改變階段對照，符合第一階段的不

滿意，顯示教師經過跨境教師培訓，引發了教師對教學目標的深刻反思與轉變。 

（二）「主體—規則—社群」矛盾以及新、舊系統的矛盾引發的轉變 

1. 獨中教師社群有其貢獻，幫助新手教師教學能力精進 

雖然前述研究結果，有些教師對於獨中教師社群有些擔心，認為不懂的人聚在

一起仍然不懂，但事實上，獨中教師社群有其功用，尤其對於新任教師的教學有正

向幫助。新任教師在訪談中表示，由於他沒有參加過教師培訓課程，雖然能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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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專業知識，但是，不知道如何表達。學校社群的觀課對他幫助很大，包括觀看

資深教師課程，以及自己的課程有其他教師觀課，學習到教學策略，也就是教師社

群促成了新任教師教學能力（工具）的精進。 

我是今年選中的新手老師，我參與較多新手老師培訓，還有觀課。我們會觀

資深老師的課，資深老師也會來觀我們的課，我們也互相給評分。我覺得對

我幫助最大，在教學策略方面。有時候就算你已經有那個知識點，可是你不

知道要如何表達出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教師的課程，所以這樣成長的幫助

很大。（ST8-R-RC-20181109） 

上述新手教師提到原本不確定教學方法，才能讓學生學習這些知識點，但是經

過觀摩社群教師的課，以及接受社群教師的觀課指點，有很大的幫助。由此可見，

教師社群對於新手教師有一定的幫助。 

2. 因應教師的需求，發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社群，並將短期培訓變為線狀長期

輔導 

前述研究結果顯示，教師接受培訓之後，發現應用於課堂時有許多疑問，希望

能有人可以討論。而在臺灣講師指導與行政主管討論之後，決定協助學校教師發展

教師專業社群。學校行政表示： 

校內老師希望實施新方法時能有人討論，但是臺灣講師不可能長期陪伴，我

們與臺灣講師討論後，他們鼓勵我們做教師專業社群，而且是學校本位，讓

資深老師帶著新老師討論。（SA-R-RC-2018110） 

面對新、舊系統的挑戰，獨中教師和臺灣講師共同尋求調整與突破，探索不同

的知識傳遞方式，鼓勵教師發展學校本位的專業社群（PLC），以資深教師帶新任教

師的方式，大手牽小手，促進教師間的知識交流與支持。 

另一方面，獨中行政單位將多次的短期培訓課程連結為有架構性的長期課程。

例如邀請臺灣講師進行長期合作，讓課程具有持續性，從而促進教師專業社群的長

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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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講師談合作，希望能盡量持續辦理長期培訓。臺灣講師花了很多時間

指導我們，像是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有時甚至討論到深夜。（SA-

H-RC-20181110） 

同時，在臺灣講師的帶領下，學校本位的教師專業社群逐漸成形，讓教師們能

在合作與交流中相互支持，不再完全依賴外部資源（李玲惠，2019）。而學校行政主

管表示，該校為了擴大教師參與培訓的機會，10 所獨中建立合作培訓聯盟，共同舉

辦培訓活動，輪流展現成果。雖然各校重點不同，但教師相互觀摩和學習仍具有相

當的價值。 

3. 跨境教師培訓資源有限，學校行政人員與董總努力開拓資源 

由於臺灣跨境教師培訓的資源有限，學校行政人員很努力地開拓資源，除了舉

辦獨中校際合作之外，還安排教師參加臺灣的高中與大學舉辦的訪問及培訓，讓教

師直接到臺灣實地參加，回來再與其他教師分享。 

主題培訓，我們有邀請到一些講師。然後有一些是校際合作，就是我們去別

的獨中參與學科交流，集合幾個學校一起分享。另外，還有出國培訓。我們

今年年尾要去東海大學，還有老師們剛才說的三個星期去臺灣的培訓課，今

年我們有一個生物老師會去參加，他回來要負責教會老師們。（SV-H-RG-

20181109） 

此外，為了讓更多教師獲得專業知識，董總與獨中積極與臺灣的大學合作，擴

大馬來西亞境外碩士在職專班的規模，不僅促進了教師的專業發展，也有助於提升

整體教學品質（楊舒婷，2024）。 

整體而言，在董總提升教師專業資歷的明確目標下，臺馬跨境教師專業發展之

長期合作，顯現出教師專業成長系統內、新舊系統之間，以及兩國教育系統之間的

矛盾，致使教師專業發展產生了抵抗與批判的聲音，但同時也有獨中教師及學校行

政主管看到系統可能產生轉化的潛力。 

根據 Haapasaari 等人（2016）以及張芷瑄與陳斐卿（2020）指出，活動系統轉

化有五層次的行動，包括批判（批評或質疑目前系統）、闡明（說明系統有改變的可

能性或潛力）、構想（構想活動系統的新模型）、承諾（提出承諾性言語）及行動

（致力於具體改變行動）。也就是活動系統隨著時間推移，從設想、承諾到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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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改變。以另一視角觀之，是從個人倡議到集體變革的轉化過程（Engeström, 

2010）。以本研究的個案獨中為例，從前述轉化行動分析發現呈現出教師個人層次的

批判（第一層次）與闡明（第二層次），而有些教師與學校行政主管進一步產生了構

想（第三層次）與一些行動（第五層次）。但是，整體而言，還需要有更多的承諾

（第四層次）與行動（第五層次）的高層次轉化行動。也就是目前仍以個人倡議較

多，改變的動能尚不足以撼動整體系統翻轉。儘管如此，已經產生了轉化的契機，

期待未來有更全面性的轉化。 

 

伍、討論 

 

研究結果發現活動系統存在矛盾現象，揭示了跨境教師專業發展的教學典範轉

變、政策制度張力及文化差異的複雜性。以下針對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一、獨中系統尚未因為矛盾而轉變的部分 

雖然教師因為接受跨境培訓，體認到系統矛盾而產生認知衝突，引發行為的轉

化，但也有部分教師未能轉變。 

首先，部分教師仍存在傳統教學的知識論，並未改變為建構教學的知識論。學

校行政人員在訪談中提到，獨中教師對於課程沒有教完而讓學生自己學習，會感到

擔心。 

老師不願意使用的原因是趕課。我們去臺灣中學參觀公開課，我們提出趕課

的問題。臺灣老師會做取捨，沒有把所有課程教完，有些讓學生回家讀。但

是我們老師不放心，一定要自己親自教完所有課程。（SV3-W-20181110） 

Feldman（2000）指出，傳統式教學認為需將課程全部教完，屬於實證主義知識

論，認為知識是客觀存在的；相對的，建構教學的知識論則主張學生需要探究，才

能理解與應用。也就是 Wallace 與 Kang（2004）所提，教師要實施建構教學，必須

要先改變教學信念，才能引發教師行為轉變。從上述可知，必須促進獨中教師的建

構教學信念轉變。 

其次，教師發現學生需要改變「討論」的概念，不瞭解建構學習。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 38卷第 2期  

 

 

- 88 - 

教師在訪談中表示，學生雖然討論時很開心，但是卻認為討論就是教師沒有認

真教學，沒有教導考試重點。 

有一個現實的問題，老師用討論法上課，很多時候學生很開心，因為討論的

時候可以講話。討論雖然有成果出來，但是考試要考的東西，是不是真的在

討論過程中學到？學生很重視分數，他問老師，你這樣的上課方法是不是在

偷懶？其實學生不瞭解這種討論的概念是什麼、產出是什麼。（ST3-H-RG-

20191121） 

建構教學需要教師與學生都具有建構主義的知識論，才能促進批判性思考

（Sasson et al., 2018）。從上述訪談內容發現，提出疑問的學生其實不瞭解建構學

習，不具備建構主義知識論。但可貴的是，教師察覺出學生因不瞭解「討論」在建

構學習的重要性才心生抗拒，可見教師已有一些建構學習的概念。 

第三，教師提到大環境的學校考試與「統一考試」的內容與方式未變，進行建

構教學有困難。 

如同前面教師在訪談中所提到，學生重視考試，教師必須依照學校規定教完考

試進度，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在於考試制度，以及兩套教材的教學負擔。因此，必須

先鬆綁考試制度以及教學內容，讓教師有多一點的空間實施建構教學。也就是要解

決 Windschitl（2002）提到的「文化困境」與「政治困境」，因為標準化考試鬆綁，

與批判性思考不同，在考試制度壓力之下，教師只好選擇傳統方式教學。 

二、獨中教師接受臺馬跨國培訓之後，建構教學實施仍有困境的分析 

獨中教師參加臺馬跨國培訓，希望能將培訓習得的知識技能轉換為實踐，以提

升學生學習成果。然而，分析研究結果，教師經由個人反思與教學實驗，卻仍然無

法內化及應用到課堂，本研究發現有幾個原因： 

（一）建構教學的認識論轉換是教學行為改變的先備條件。本研究發現，雖然

有些教師嘗試將合作學習等建構教學應用於課堂，但是，大部分教師表示需要時間

內化。此外，教師在訪談中提到希望增加學習評量的培訓，然而進一步瞭解，發現

教師所指並非建構教學的多元評量，而是傳統紙筆測驗評量。綜合前述，其實許多

教師仍停留在傳統教學的客觀主義認識論，根據 Wallace 與 Kang（2004）研究，教

師教學行為改變之前，應先進行教師信念的轉變。此點與 Windschitl（2002）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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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構教學「概念困境」相呼應，教師在建構主義教學中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對

教學背後的認識論轉變（Dole et al., 2016）。教師需要反思教學中的知識結構與學習

理論，才能真正掌握建構主義的精髓。 

（二）建構教學的評量需要紮實的專業知識與評量策略。本研究發現，由於部

分教師的教學科目與大學所受的學科訓練並不完全相同，且在訪談中瞭解到，教師

雖與其他教師一起備課，但是希望未來能不斷地精進學科知識，此點與建構主義的

「教學困境」相符。建構主義的學生中心教學，其施行困難往往源自於教師學科專

業知識與評量策略的不足（Harvey & Nilsson, 2022）。為能有效應用建構主義教學，

教師不僅需有紮實的學科知識，還需掌握動態多元的評量方法，瞭解學生知識建構

情形並提供適當協助。因此，未來需系統性且長期地重新規劃培訓內容，協助教師

突破概念與教學困境。 

（三）固有教室文化與傳統制度矛盾下的建構教學困境。本研究發現，核心系

統與獨中教育系統的第四級矛盾，揭示了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與更大的馬來

西亞獨中教育制度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標準化考試（統一考試）和兩套教材的要

求之下，教師不但有進度的壓力，還有學生與家長對標準考試成效期待的壓力。可

謂在制度與政策張力之下，展開了教師專業成長。此與 Windschitl（2002）指出建構

主義教學的「文化困境」與「政治困境」相符。教育政策、考試制度等外在因素對

教師專業發展構成了壓力。正如 Caspari-Gnann 與 Sevian（2022）指出，教師無法改

變大環境，在不希望增加教學困難的壓力下，只好順應環境而妥協。 

（四）臺馬情境脈絡不同，須重視跨國專業發展的文化差異。本研究發現，臺

灣與馬來西亞之教育制度和文化背景分岐，需要重視教師培訓中的文化調適。由於

兩國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以及學生學習方式均不同，臺灣的教學與評量方法難以

直接移植到馬來西亞的課堂。例如，臺灣強調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而馬來西亞獨

中則注重考試導向，導致創新教學在馬來西亞獨中的推廣面臨阻力。這些文化與制

度上的差異雖然帶來挑戰，卻也同時為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了創新的契機。這些

發現和 Sims 與 Fletcher-Wood（2021）的研究結果相符，教育制度之間的差異會影響

教師專業發展的效果。從系統之間的矛盾呈現了教育系統的複雜性，教師的專業發

展和課堂實踐的改變，不僅需仰賴個人努力，更需要制度層面的支持和改革，從多

角度、全方位的配套措施來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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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學與夥伴學校跨國合作是各方關係人不斷協調與探究的歷程 

本研究發現，臺馬兩國教師、學校與講師背景各異，其生活經驗和知識基礎亦

不相同。培訓初期對於共同建構的培訓模式缺乏理解與共識，但是透過培訓過程的

持續互動與教育實踐，雙方逐漸協調合作。目前，已觀察到培訓的學習轉化，包括

獨中教師開始突破既有的教學實踐，將新教學法應用於課堂，學校行政單位與受邀

講師也逐步改變了培訓方式。這些轉變最終可能擴展到整個核心系統，建構出全新

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透過歷史文化活動論架構，可以分析不同層次的矛盾，提供

變革來源的訊息。 

此發現和 Tsui與 Wong（2010）的研究結果相符，活動系統的矛盾往往為深度學

習提供契機，因為它促使參與者重新審視既有的實踐和假設。Engeström（2010）指

出，活動系統強調動態學習，關注工作環境中的變化與創新，學習不再侷限於個

人，而是擴展至集體和組織層面。此外，大學與夥伴學校的教師專業發展合作，展

現出學習的多層次性，與傳統學習方式不同。學習不僅是個別教師在腦中進行的過

程或是概念改變，還是一種涵蓋教師個人、學校與國家社會情境的協作過程（Sfard, 

1998），包括培訓活動的開發、矛盾的解決以及新中介活動的創造，最終滿足各方的

需求。在此過程中，不同立場的利害關係人在社會價值觀上產生矛盾，經由不斷溝

通協調，能夠重新思考並改進實踐模式（Yan & Yang, 2019）。 

 

陸、研究限制、結論與應用 

 

本研究以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為例，分析推動過程所面臨的四層次矛

盾。以下從研究限制、結論與應用分別進行說明。 

一、研究限制 

跨境教師專業發展具有複雜性，需要多層次、多角度的支持合作，才能解決問

題。教師專業發展不僅需要個人努力，還需要系統層面的改革與支持。以下說明五

點研究限制： 

（一）建議未來研究應進一步探討如何在不同教育系統間推動更有效的跨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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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專業發展模式，並進一步深化對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實踐的理解與調適。 

（二）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設計，於單一時間點蒐集資料，並非縱貫性研究，

建議未來可進行長期資料的蒐集分析，瞭解系統矛盾的改變歷程。 

（三）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所個案獨中教師、行政主管及臺灣講師，以其視

角來看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建議未來可增加中、小型獨中教師與行政主管，因

為學校規模不同，面臨的挑戰也不相同；還可加入馬來西亞董總行政人員及臺灣的

大學培訓規劃行政單位，以更多元的角度來理解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作為跨國

培訓規劃及教育政策之參考。 

（四）獨中教師專業發展從早期單一管道（單一臺灣師培大學培訓），到目前多

重管道（多所臺灣師培大學之跨境教育文憑專班），逐步推廣。前述跨境教師專業成

長，參與的獨中教師人數有限；另一方面，獨中有各自的學校本位教師專業培訓，

可讓大多數教師都能參與。此類型專業發展活動，大部分由獨中自行設計活動，不

一定為跨境活動。由於非跨境成長並非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因此，校本專業發展成

效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 

（五）獨中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系統，在系統內與系統間產生四個層次的矛盾，

系統中未轉化與局部轉化的部分仍然居多。由於本研究為一所獨中之個案研究，建

議未來可擴大研究對象，選擇不同區域及多所獨中進行分析，瞭解整體獨中的轉化

情形。 

二、結論與應用 

（一）結論 

當前臺馬跨國教師專業發展在推動過程中，面臨多層次的矛盾與挑戰。根據活

動理論，這些矛盾可從四個層次分析。首先，第一級矛盾存在於「規則」的內部矛

盾，包括獨中教師和行政人員對於培訓形式、規定和要求的立場有所不同。同時，

學校行政人員希望教師能在接受培訓後分享培訓內容，但這形成教師的壓力來源。

第二級矛盾發生在「主體—工具—目標」的矛盾，由於教師背景訓練不同，再加上

培訓時間短，難以達成應用於課堂的目標。而「主體—規則—目標」也有矛盾，教

師面臨考試壓力與兩套教材的負擔，影響創新教學方法的實施。「主體—分工—目

標」的矛盾則來自教師與行政單位的目標不一致。在「主體—工具—社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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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與幫助產生疑問。第三級矛盾是實施新方法後，造

成新、舊系統之間的矛盾。教師在考試壓力不變下翻轉教學，面臨多層面的轉型困

難。同時，教學模式之轉變，除了教學策略與評量改變外，教師教學信念也需調

整。第四級矛盾發生在核心系統與其他鄰近系統之間，特別是與馬來西亞獨中教育

系統、臺灣教育系統之間。獨中教育系統的制度與風氣，例如考試制度影響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對核心系統產生影響；而臺灣教育系統的影響，由於兩地的師資培

育制度和教育風氣存在差異，對於跨國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產生挑戰。 

面對這些矛盾，部分學校和教師開始採取行動與轉化，促進專業發展的有效實

施。首先，在活動系統的「主體—工具—目標」之間，發現獨中教師從教學實驗與

反思中產生轉變，包括：1. 實施新教學與評量方法後的反思與轉變；2. 教師開始反

思學生學習數學課程的目的。其次，在「主體—規則—社群」之間，發現有張力產

生，進而引發新、舊系統的轉變，包括：1. 教師社群幫助新手教師精進教學能力；2. 

發展學校本位教師專業社群，並從短期轉變為長期輔導；3. 跨境教師培訓資源有

限，學校行政人員與董總努力開拓資源。這些實踐顯示，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的

成功推動，不僅需要教師的主動參與，更需要系統內部和系統之間的協調與合作。 

（二）應用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有下列應用方向。首先，建構教學的教師培訓，應重

視建構教學認識論，再進行建構教學的理論與應用。本研究透過歷史活動理論進行

系統性分析，發現跨國教師專業發展系統呈現建構教學的挑戰，不僅教師的教學技

術層面需要改變，教師的建構教學認識論更需要改變。正如 Sasson 等人（2018）指

出，教師需要瞭解建構教學認識論，才能區分傳統教學與建構教學，引導學生進行

適當探究。尤其是在素養導向教育改革下，建構教學需要設計環境，讓學生自主學

習與進行探索，並與學生經驗連結，教師需要具備建構教學的認識論，才能有效建

構教學。 

其次，獨中教師反思與教學實驗及未能應用的原因，可作為未來教師專業發展

設計之根據，以及臺馬教師專業發展系統改進之參考。獨中教師參加培訓，希望能

應用培訓所學於教學實踐，提升學生學習成果。然而，卻面臨困境，無法內化及應

用到課堂。未來可針對相關原因，進一步設計教材或案例，精進教師專業成長系統。 

第三，可將歷史文化活動理論應用於跨國教師專業成長系統，例如海外臺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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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校教師專業成長。本研究透過歷史文化活動的理論架構視角，瞭解跨國教師專

業發展的複雜性，涉及教師個人、學校、地區國家層面，不只是教室中的教學方法

改變，還面臨教室文化與固有教育制度的壓力，以及跨國文化差異的挑戰，需要各

方利害關係人不斷協調與探究，最終才能轉化為期待中的教師專業發展系統。建議

可將本研究結果以及歷史文化活動理論應用與海外臺灣國際學校的教師專業成長分

析，從不同文化活動系統互動的矛盾之中，找到教師專業成長轉化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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